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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伴随东部、中部、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收敛，以“南快北慢”为主要特征的

中国南北经济分化现象正逐步凸显。 基于南方城市更多表现为“百花齐放”，北方地区表

现为“一枝独秀”的特征事实，本文尝试从南北城市规模分布差异这一视角探讨南北区域

发展不平衡背后的成因。 本文利用南北城市配对思想构造南北比值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实证结果显示：南北不同的城市发展逻辑，导致南北城市规模分布存在显著差异。 “百花

齐放”的南方城市之间的竞争，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均衡发展；而“一枝独秀”的北方城市发

展战略带来的虹吸效应降低了北方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由此造成南北经济的分化。 地区

内部资源配置不合理，是影响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本文的研究对理解

南北经济分化这一“新情况”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解决区

域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区域内部发展的平衡性，“一花独放不是春，百

花齐放春满园”，地区内部形成基于市场的资源集聚，才能带来大市场的规模效应，实现

高质量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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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伴随东部、中部、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收敛，中国南北①经济分化现象正逐步凸显。 习近平总

书记在《求是》上撰文指出：区域经济“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新问题……一些北方省份增长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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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习近平，２０１９）。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国家西部开发、中部崛起

等区域平衡发展战略的推进，中国东部、中部、西部经济发展已呈现明显的缩小倾向。 与此同时，
在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的背景之下，南方经济总体上呈现转型升级的良好态势，而北方经济的增

速却明显回落，区域发展格局从传统的东西差距逐步演变为当下的南北差距（盛来运等，２０１８）。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研究长期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早期，学者们主要聚焦国

内东西差距形成的原因，识别如地理位置（陆铭等，２０１９）、人力资本（刘智勇等，２０１８）与产业发

展（覃成林等，２０１１）等因素对东部、中部、西部经济增长绩效差异的影响。 随着全国经济重心进

一步南移，经济增速“南快北慢”和经济总量占比“南升北降”双格局的现象日益突出，学界对这

一新情况及其产生原因展开了较为翔实的探讨，主要从产业结构（丁任重、王河欢，２０２２）、资本

积累与经济体制（盛来运等，２０１８）等角度对南北经济分化的原因和影响路径展开研究，但鲜有

学者从城市规模分布这一角度剖析南北经济的分化。 实际上，南北地区城市规模分布存在显著

差异：南方省份的城市规模分布往往表现为“百花齐放”，省内地区与地区之间形成高度的竞争

关系；北方省份内部往往较多表现出“一枝独秀”，省域内资源配置效率较低，中心城市与周围城

市经济差距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城市发展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会使区域的资源集聚

效率完全不同，从而导致不同的城市规模分布（蔡昉、都阳，２００３；藤田昌久等，２００５），进而带来

不同的经济增长表现，过于分散或过于集中的城市规模分布都会不同程度地损害区域的经济增

长效率（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３；王小鲁，２０１０）。 其中，基于市场化的要素集中会带来技术创新、知识

外溢与产业辐射等，使城市经济的分享、匹配与学习机制得到有效发挥，进而促进整个区域经济

均衡发展（陆铭，２０１６）；但基于政府干预的、非市场化的资源过度集聚，则会引致区域经济增长

的回流效应，造成外围城市投资不足与资源错配，从而拉大地区内部差距（田超，２０１５）。 从中国

省域层面来看，多中心的城市规模分布比单中心更加适合当地经济的发展（刘修岩等，２０１７）。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尝试从城市规模分布及其背后不同类型资源配置的视角，解释中国南北经

济的分化。
本文研究强调：南北不同的城市发展逻辑，导致南北城市规模分布存在显著差异。 “百花齐

放”的南方城市竞争促进了南方地区均衡的发展模式，而“一枝独秀”的北方城市发展战略带来的

“虹吸效应”降低了北方地区整体资源配置效率，地区内部资源配置不合理，是造成地区之间经济

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实证分析中，现有研究主要利用省级或者地级市面板数据证明“某种因

素”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影响，但是这一方法却无法证明“某种因素”是否为南北经济分化的原因。
基于此，本文尝试性地使用南北城市配对的思路，利用南方省份的相关指标比上北方省份的对应

指标，构建“南北配对”样本再进行回归，通过上述方法可以直接识别出“某种因素”对南北经济分

化的影响，这也是对现有实证研究方法的一次探索与拓展。

二、 特征事实与理论假说

（一）南北经济分化的特征事实

从经济总量来看，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南北方的 ＧＤＰ 绝对数差距不断增加，南方的 ＧＤＰ 总量占全

国比重从 ６１􀆰 ２５％持续增长到 ６５􀆰 ９８％ ，约为北方经济总量的 ２ 倍（见表 １）。 从经济增速来看，无
论是 ＧＤＰ 总量还是人均 ＧＤＰ，在 ２０１２ 年之前，南北方的增速差距都呈逐渐缩小态势，甚至出现北

方增速略高于南方的情况。 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增速换挡的新常态，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南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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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持续拉大，南方的 ＧＤＰ 总量增速与人均 ＧＤＰ 增速分别领先北方约 １􀆰 １ 个百分点和 ０􀆰 ８ 个百分

点，并在 ２０１６ 年分别达到将近 ２ 个百分点与 １􀆰 ６ 个百分点的最大差距。 其后，虽然增速差距有减

小的趋势，但整体仍处于分化状态。

　 　 表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南北 ＧＤＰ 占比与增速差距 单位：％，百分点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２０ 年

南方 ＧＤＰ 占比 ６１􀆰 ２５ ６１􀆰 ５６ ６２􀆰 ６９ ６４􀆰 ４０ ６５􀆰 ４５ ６５􀆰 ９８

北方 ＧＤＰ 占比 ３８􀆰 ７５ ３８􀆰 ４４ ３７􀆰 ３１ ３５􀆰 ６０ ３４􀆰 ５５ ３４􀆰 ０２

南北 ＧＤＰ 增速差距 ０􀆰 ４２ － ０􀆰 ０１ １􀆰 ３６ １􀆰 ９２ １􀆰 ４４ ０􀆰 ９１

南北人均 ＧＤＰ 增速差距 ０􀆰 ８１ － ０􀆰 １５ １􀆰 ２１ １􀆰 ５９ ０􀆰 ９９ ０􀆰 ２６

从省际差距来看，表 ２ 反映了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排名前五位与后五位省份的 ＧＤＰ 年均增速情况，
可以明显发现南北各省份的经济增长水平存在差异。 总体来看，南方省份的平均增速高于北方，
且南方 ＧＤＰ 年均增速超过 ８％的省份更多，尤其是西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而北方省份的 ＧＤＰ 增

速相对较慢，尤其是东北地区及华北部分地区，ＧＤＰ 增速基本低于 ７％ 。 在具体的省份排名中，不
考虑直辖市和港澳台地区，ＧＤＰ 年均增速前五位的分别为贵州、西藏、云南、江西和安徽，皆为南方

省份；而排名后五位的分别为辽宁、黑龙江、吉林、山西与河北，皆为北方省份。

　 　 表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各省份 ＧＤＰ 平均增速与排名 单位：％

前五位省份 ＧＤＰ 平均增速 排名 后五位省份 ＧＤＰ 平均增速 排名

贵州省（南方） １０􀆰 ７００ １ 辽宁省（北方） ５􀆰 ７１８ ２７

西藏自治区（南方） １０􀆰 ５０９ ２ 黑龙江省（北方） ６􀆰 ３０９ ２６

云南省（南方） ９􀆰 ６５５ ３ 吉林省（北方） ６􀆰 ５５５ ２５

江西省（南方） ９􀆰 ５００ ４ 山西省（北方） ６􀆰 ７３６ ２４

安徽省（南方） ９􀆰 ４０９ ５ 河北省（北方） ７􀆰 ２７３ ２３

从地级市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Ｎｏ􀆰 １８》显示，２０２０ 年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指

数排名的前 １０ 强依次是深圳、香港、上海、北京、广州、苏州、台北、南京、武汉和无锡，除去香港、台北

与直辖市，其余上榜城市皆为南方城市，且主要来自江苏省与广东省。 此外，前 ２０ 强里，北方城市只

有青岛与郑州两个城市，且分别排位为第 １７ 名与第 ２０ 名；前 ５０ 强里北方城市只有 ７ 个，仅占 １４％；
前 １００ 强里有 ３０ 个，占比 ３０％。 再从排名变化情况来看，与 ２０１５ 年相比，北方有 ６０％的城市处于“退
步”状态，而南方有高达 ８３％的城市处于“进步”状态（倪鹏飞，２０２０）。 除此之外，华顿经济研究院编

制的《２０２０ 年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①也显示，排名前 １０ 位的城市中，南方占据 ９ 席，北方只有北京

市；而排名前 ５０ 名中，除去直辖市后北方城市只有 １６ 个，占比 ３２％ ；按照省份划分，上榜城市数量

排名前 ４ 位的分别为江苏、山东、广东和浙江，其中仅山东一省位于北方，其余都为南方省份。
整体而言，无论是地级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还是省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都存在明显的南

北分化现象，并在最终的经济总量和整体增速上呈现“南快北慢”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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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北城市规模分布存在差异的特征事实

首位城市即一个国家或地区中规模最大的城市，其产生的实质是资源要素在特定城市的空间

集聚。 而首位度则是衡量首位城市占所处国家或地区的比例，用以反映国家或地区规模分布的合

理性程度（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１９３９；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５）。

　 　 表 ３ ２０１３ 年与 ２０１６ 年南北城市规模分布情况

年份 变量 南方均值 北方均值 Ｔ 检验

２０１３

首位城市集中度 ０􀆰 ２７１ ０􀆰 ３４７ － ０􀆰 ０７６∗

前二城市集中度 ０􀆰 ４１５ ０􀆰 ５６６ － ０􀆰 １５０∗∗

前三城市集中度 ０􀆰 ５２０ ０􀆰 ７０１ － ０􀆰 １８１∗∗

２０１６

首位城市集中度 ０􀆰 ２７４ ０􀆰 ３５６ － ０􀆰 ０８２∗

前二城市集中度 ０􀆰 ４１７ ０􀆰 ５３３ － ０􀆰 １１７∗∗

前三城市集中度 ０􀆰 ５１９ ０􀆰 ６５２ － ０􀆰 １３３∗∗

　 　 注：（１）首位城市集中度的计算为省内 ＧＤＰ 排名第一位城市的 ＧＤＰ 与所在省份 ＧＤＰ 比值，前二城市集中度的计算为省内

ＧＤＰ 排名前二位城市的 ＧＤＰ 总和与所在省份 ＧＤＰ 比值，前三城市集中度的计算为省内 ＧＤＰ 排名前三位城市的 ＧＤＰ 总和与所

在省份 ＧＤＰ 比值；（２）∗∗和∗分别表示变量在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表 ３ 展示了 ２０１３ 年与 ２０１６ 年南北城市规模分布情况，从整体上来看，南北城市规模分布在统

计学上存在显著差异，北方城市集中度均值整体上高于南方地区。 以 ２０１３ 年为例，南方首位城市

集中度均值为 ０􀆰 ２７１，处于较低水平，省内资源要素分布相对较为均衡；而北方首位城市集中度均

值为 ０􀆰 ３４７，明显高于南方地区，省内资源要素显然更偏向首位城市集聚，并且随着 ＧＤＰ 排名第

二、第三城市的加入，南北城市规模分布的差异更加显著，均值差距进一步拉大。 再从 ２０１６ 年来

看，南方首位城市集中度几乎不变，依然处于较低水平，而北方首位城市集中度增大到 ０􀆰 ３５６，同样

地，随着 ＧＤＰ 排名第二、第三城市的加入，南北城市规模分布的差异更加显著。
除了南北整体城市规模分布的情况，还可以通过省内城市 ＧＤＰ 的占比分布情况来观察规模分

布差异（见图 １）。 在南北 ２７ 个省份中，首位城市集中度超过 ３０％ 的共有 １０ 个，其中有 ６ 个在北

方；超过 ４０％的有 ３ 个省份，全部来自北方。 首位城市集中度最高者达到了 ５０􀆰 ６０％ ，为宁夏回族

自治区，其次为吉林省的 ５０􀆰 ３５％ ，然而实际上这些省份的经济表现也不尽如人意。 尽管北方也存

在首位城市集中度相对较低的省份如山东省，但相对而言山东省的经济表现也是北方最亮眼的，
ＧＤＰ 常年居北方首位。 同时，进一步观察图 １ 各省份首位城市、第二城市与第三城市的 ＧＤＰ 占比

分布，可以发现南方省份前三城市 ＧＤＰ 占比累计值较为接近，省内城市 ＧＤＰ 分布更为平均，明显

可以看出：与南方相比，北方首位城市在省内的地位普遍比较突出，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较

大，存在较为明显的资源独享。
综上可见，南北城市规模分布整体上存在着显著且较为稳定的差异：北方省份的城市规模分

布偏向于将资源“过度”集聚在首位城市，总体上表现为“一枝独秀”；而南方省份对于省内资源要

素的分配相对较为平均，更偏向于将资源在“分散中集聚”，强调“百花齐放”的发展模式。
（三）理论假说

什么因素导致南北城市规模分布存在如此显著的差异？ 这种差异对南北经济分化具有什么

影响？ 本文认为根源在于南北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城市发展逻辑。
南方地区基于市场化的资源配置，能够带来要素在省内城市间较为自由的流动，政府政策比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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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１９ 年各省份 ＧＤＰ 排名前三城市占省内 ＧＤＰ 比值分布

性，要素集聚主要源于市场化的规模经济，要素的边际报酬在省域内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趋

于接近；而北方则是较多基于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政府对资源配置尤其是要素配置过程具

有重要影响，通过财政补贴等有偏政策影响要素在地区和行业之间流动，这种非竞争中性政策更

多导致要素边际报酬在不同行业、地区间的差异，并带来部分重点城市的“人为做大”。 南方地区

基于市场化形成的地区竞争格局造就了南方地区的“百花齐放”，而北方地区更多基于政府主导，
过度地“人为做大”造就了北方地区的“一枝独秀”。 两种截然不同的资源配置逻辑，导致两种截然

不同的城市规模分布特征，构成了当前南北经济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受资源、区位、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工业布局存在“北重南轻”的地域特

征，即北方以重工业为主并伴随着大批国有重工业企业的建立；南方以轻工业为主，民营企业获得

蓬勃发展。 在财政分权与官员晋升竞争的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地区资源、企业禀赋，推
动地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加，后者进一步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投资，进而实现地区

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在“北重南轻” “北方国有经济为主，南方民营经济为主”的区域经济特征

下，南北的政企关系、资源配置方式都出现了分化。 在北方部分地区，“大而少”的国有企业凭借其

高度的资本集聚在多个行业形成垄断地位，依赖于国有企业对税收的贡献，地方政府对其实施了

各种偏向性政策，形成政府与国有企业紧密的政商关系，政府在资源配置领域居于更为重要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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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而在南方部分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依赖主要集中于“小而多”的民营企业，为促进民营经济

的进一步发展，地方政府不仅对国企的政策偏向性大大减弱，而且对民营企业实施更为中性的竞

争政策，不断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 最终，两种截然不同的初始禀赋孕育出南北不同的资源配

置方式，北方地区更强调政府力量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南方地区则发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

础性作用，政府则更多地扮演服务型角色。 在城市体系的演化过程中，无论是城市化水平的提升

还是城市规模分布的变动，都是市场竞争机制和政府行政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 Ｓｚｅｌｅｎｙｉ 和

Ｋｏｓｔｅｌｌｏ，１９９６；蔡昉、都阳，２００３），有时候政府的作用甚至要大于市场的作用（Ｇｌａｅｓｅｒ，１９９５）。 中国

南北各省份正是在上述政府与市场相互作用下，形成不同的工业布局和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进
而形成不同的城市发展逻辑：南方地区偏向于依靠市场竞争机制发展城市，市场化水平和经济一

体化程度整体较高；北方地区则更多依靠政府力量和行政手段发展大城市，具有浓厚的政府主导

特征（王小鲁等，２０２１；黄少安、谢东水，２０２２）。 而城市规模分布的差异又会导致区域资源集聚效

率的完全不同，从而造成地区间不同的经济增长效率（王小鲁，２０１０）。 如果资源集聚是源于市场

化的内在要求，那么这种资源集聚就能够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但如果地区资源集聚并非源

于规模经济的内在要求，而是来源于政府行政主导的政策倾斜，那么这一类型的城市规模的增加，
只会恶化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全省的经济增长（丁从明等，２０１５）。

在南方地区，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依靠市场竞争，政府行政力量的干预较小，使得省内资源

要素能够在城市间自由流动，“优惠”政策也能够相对均匀地配置给多个城市。 在相对健全的市场

机制和公平的政策环境下，不同城市之间既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比较优势

等进行自由竞争，又能够相互输送各种能量进行合理化的产业分工与布局，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与

发展机会，产生规模经济并形成“百花齐放”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同时，这种多中心城市作为区

域发展的增长极，能够通过辐射或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Ｐｅｒｒｏｕｘ，１９５０）。 在南方相对均

衡的城市规模分布与高度的经济一体化环境下，中心城市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
能够充分发挥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城市发展（黄少安、谢东水，２０２２），从而缩小地区之间差距，促进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反观北方地区，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更多依靠政府力量，很容易造成行政干预过度。 在基于政

府导向型的城市形成机制中，省内资源分配与政策倾斜往往存在明显的行政等级偏向———越是处

在更高行政级别上的城市，越能够利用政策优势对内获取资源，从而享有更多发展机会（史宇鹏、
周黎安，２００７；段巍等，２０２０）。 与此同时，部分省份基于向重点城市、重点行业倾斜的发展战略，将
“弯道超车”的希望过度寄托在唯一的中心城市上，在各省份内部时常出现首位城市或省会城市优

先支配甚至独享资源要素的现象。 相应地，这类城市在财政、土地、投资等各个方面的资源集聚度

也远高于一般地级市（王垚、年猛，２０１５），并逐渐形成“一城独大”的城市规模分布特征。 除此之

外，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还引致了市场性资源配置过程中的虹吸效应，使得背靠政

府力量的“大城市”利用“虚高化”的边际收益，向周边地区源源不断地进行资源的单向吸取和堆

积，却并未形成对周边城市的反向输送与规模经济。 这种将城市“人为做大”的行为不仅未实现地

方政府预期的战略发展目标，反而造成首位城市“大而不强”并引发一系列恶性循环，使得“一城独

大”的现状愈演愈烈，进一步拉大了城市间的差距，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南方地区基于市场化形成的地区竞争格局造就了南方地区的

“百花齐放”；而北方地区政府主导下过度地“人为做大”造就了北方地区的“一枝独秀”，南北两种

截然不同的城市规模分布特征是构成后续南北经济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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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研究设计

考虑到直接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回归只能识别出城市规模分布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而无法直

接识别出城市规模分布对南北经济分化的影响。 因此，本文利用匹配的思想，即南方省份与北方

省份一一做比，将单独的每一个省份捕捉到南北整体的样本当中，利用比值进行回归，从而精准识

别城市规模分布对南北经济分化的影响效应，具体设计如下：

（ｌｎＹｉ，２０２０ － ｌｎＹｉ，２０１３）
（ｌｎＹ ｊ，２０２０ － ｌｎＹ ｊ，２０１３）

＝ α ＋ β
ＣＲ ｉ，２０１３

ＣＲ ｊ，２０１３
＋ γ

Ｘ ｉ，２０１３

Ｘ ｊ，２０１３
＋ εｉｊ （１）

其中， ｉ∈ Ｉ， ｊ∈ Ｊ， Ｉ、 Ｊ 是所有南方省份和所有北方省份的集合，被解释变量 （ ｌｎＹｉ，２０２０ －
ｌｎＹｉ，２０１３） ／ （ｌｎＹ ｊ，２０２０ － ｌｎＹ ｊ，２０１３）为南方 ｉ 省份和北方 ｊ 省份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的累计经济增长的比值，比
值大于 １，则说明这期间南方该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北方省份，比值与 １ 的差距越大，则两省

经济增长差异越大，由此表示南北经济分化的程度。① 核心解释变量ＣＲ ｉ，２０１３ ／ ＣＲ ｊ，２０１３是 ２０１３ 年 ｉ、ｊ
省份的首位城市集中度比值，表示期初南北城市规模分布的差异程度。 选择南北后续经济增长差

异对期初的城市规模分布进行回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经济发展差异导致的城市规模差异的

反向因果关系。 相应地，Ｘ ｉ，２０１３ ／ Ｘ ｊ，２０１３为其他一系列控制变量的比值。 εｉｊ表示随机扰动项。 另外，
系数 β 表示南北城市规模分布的差异程度对南北经济增速差距的影响程度，根据理论假说，本文

预期估计系数 β 为负数。
根据本文前面提出的研究假说，初始的城市规模分布对后续南北经济发展差距存在持久影

响，且从数据结果来看，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南北经济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 因此本文实证研究以南北

经济分化的节点———２０１３ 年作为关键年份，实证研究 ２０１３ 年南北城市规模分布情况对后续南北

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数据说明

１． 数据来源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数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

年鉴》及地方统计局官网公布的数据，夜间灯光数据来源于美国 ＮＰＰ⁃ＶＩＩＲＳ 观测平台，河流密度数

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考虑到本文核心解释变量的指标均需要各省份地级市数据进

行计算，因此剔除了 ４ 个直辖市与港澳台地区的数据，保留了南北 ２７ 个省级相关数据。
２． 变量描述

经济增长率ｌｎＹ２０２０ － ｌｎＹ２０１３：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是衡量某一地区经济增长率的常用指标，基于南

北经济分化相关文献，本文主要选取 ＧＤＰ 作为被解释变量中 Ｙ 的主要指标并进行对数化处理。 相

应地，（ｌｎＹｉ，２０２０ － ｌｎＹｉ，２０１３） ／ ８ 表示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地区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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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以南方广东省为例，简要说明配对方法：假设南方省份选取广东省，由于北方共有 １３ 个省份，那么就会有 １３ 种匹配情

况，将广东省与这 １３ 个省份的各个指标做比，便形成了 １３ 个匹配样本，同样，南方 １４ 个省份都按照此方法和北方省份进行匹配做

比，共会产生 １８２ 个样本，这 １８２ 个样本实际上反映了南北两两省份匹配的所有情况，并且通过此方法构造出来的被解释变量为“南
北经济发展差距”，核心解释变量为“南北城市规模分布差异”程度。 相应地，其他控制变量也进行同样方法的配对。 通过用“南北经济发

展差距”指标对“南北城市规模分布差异”指标进行回归，可以直接识别出“南北城市规模分布差异”对“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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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首位度 ＣＲ：首位度即首位城市集中度，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１９３９）在研究城市规模分布的过程中最

早提出首位度的计算方式为首位城市和第二位城市的人口之比。 其后，学者们对于区域内首位城

市的衡量指标进行了多元化拓展。 例如，增加更多城市与首位城市进行比较（周一星，１９９５），利用

首位城市与省份 ＧＤＰ 比值构建首位城市集中度指标（丁从明等，２０１５；田超，２０１５），从规模、产业和

功能三方面搭建首位度指标体系等（张为付，２０１９）。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本文将首位城市定义为

全省 ＧＤＰ 排名第一的地级市，利用首位城市名义 ＧＤＰ 与全省名义 ＧＤＰ 的比值构建首位度（首位

城市集中度）指标，来反映资源要素在省内的空间分布特征。 稳健性检验中，我们也进一步采用省

会城市集中度、前二城市集中度与前三城市集中度等指标来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主要控制变量 Ｘ：根据既有文献，本文主要引入产业结构、政府规模、国有经济、对外开放水平、人

力资本、基础设施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表 ４ 是相关变量进行南北配对做比之后的描述性统计。

　 　 表 ４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指标计算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地区经济增长率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 １８２ １􀆰 ７４４ ０􀆰 ９１２ ０􀆰 ９３６ ５􀆰 ９３０

首位城市集中度 首位城市 ＧＤＰ ／全省 ＧＤＰ １８２ ０􀆰 ９１０ ０􀆰 ３９７ ０􀆰 ３８４ ２􀆰 １７７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产值 ／全省 ＧＤＰ １８２ ０􀆰 ９１４ ０􀆰 １６８ ０􀆰 ４８３ １􀆰 ３２９

政府规模 政府一般预算支出 ／全省 ＧＤＰ １８２ １􀆰 １１７ １􀆰 １８７ ０􀆰 １７７ ８􀆰 ６６９

国有经济 国有职工人数 ／全省职工人数 １８２ １􀆰 ２６４ ２􀆰 ２３１ ０􀆰 ２８７ １４􀆰 ８９

对外开放程度 进出口贸易总额 ／全省 ＧＤＰ １８２ ２􀆰 ７１４ ３􀆰 １９８ ０􀆰 １７５ ２１􀆰 ３４

人力资本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 ／全省人口 １８２ ０􀆰 ９９７ ０􀆰 ３８７ ０􀆰 ３７４ ２􀆰 ７６１

基础设施 公路里程（对数） １８２ １􀆰 ００９ ０􀆰 ０７３ ０􀆰 ８１４ １􀆰 ２３０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５ 报告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 列（１）结果显示，未加入控制变量前，首位城市集中度的估

计系数为 － ０􀆰 ５２１ 并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即南方首位城市集中度的提高或者北方首位城市集

中度的下降，导致南北首位城市集中度比值增加，将缩小南北经济的分化。 列（２） ～ 列（７）列在逐

个加入产业结构、政府规模、国有经济、对外开放水平等控制变量后，估计系数始终在 １％的水平下

显著为负，且最终系数为 － １􀆰 ２７８。 根据实证模型与比值回归的特殊性，该系数可以进一步解释

为：假定北方经济增长水平不变，那么南方首位城市集中度每增加 １ 个标准差，南方整体的 ＧＤＰ 年

均增长率将降低约 ２􀆰 ６％ ；①相应地，在南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那么北方首位城市集中

５１１

① 计算过程如下：假定北方经济增长率保持在均值（ｌｎＹ ｊ，２０２０ － ｌｎＹ ｊ，２０１３），相应地，北方首位城市集中度ＣＲ ｊ，２０１３也取常数均

值ＣＲ ｊ，２０１３保持不变；南方首位城市集中度（ＣＲｉ，２０１３）每变化 １ 个标准差，南方累计经济增长率变化值 Δ（ ｌｎＹｉ，２０２０ － ｌｎＹｉ，２０１３ ） ＝ 估计

系数 β × 北方累计经济增长率均值（ｌｎＹ ｊ，２０２０ － ｌｎ Ｙ ｊ，２０１３） ／ ＣＲ ｊ，２０１３ × σ ｊ，即 β ×
（ｌｎＹ ｊ，２０２０ － ｌｎＹ ｊ，２０１３）

ＣＲ ｊ，２０１３
× σ ｊ ＝ （ － １􀆰 ２７８） × ０􀆰 ４０９９

０􀆰 ３４６７ ×

０􀆰 １３８８≈ －０􀆰 ２１０。 南方年均经济增长率变化值为（ － ０􀆰 ２１０） ÷ ８ ＝ － ０􀆰 ０２６。



度每减少 １ 个标准差，北方整体的ＧＤＰ年均增长率将提高约 １􀆰 ２％ 。① 整体来看，首位城市集中度

的差异大约解释了南北经济差异的 ５５􀆰 ６２％ 。②

　 　 表 ５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

首位城市

集中度

－ ０􀆰 ５２１∗∗∗

（ － ３􀆰 １２）
－ ０􀆰 ４５２∗∗∗

（ － ２􀆰 ７１）
－ ０􀆰 ９６６∗∗∗

（ － ５􀆰 ７１）
－ １􀆰 １６０∗∗∗

（ － ６􀆰 ９１）
－ １􀆰 １７８∗∗∗

（ － ７􀆰 ０６）
－ １􀆰 ０６６∗∗∗

（ － ６􀆰 ５１）
－ １􀆰 ２７８∗∗∗

（ － ７􀆰 ８９）

产业结构
０􀆰 ９８０∗∗

（２􀆰 ４８）
１􀆰 ９６５∗∗∗

（５􀆰 １１）
２􀆰 ０８９∗∗∗

（５􀆰 ６６）
１􀆰 ９１５∗∗∗

（５􀆰 ０９）
１􀆰 ８３５∗∗∗

（５􀆰 ０５）
２􀆰 ２９２∗∗∗

（６􀆰 ３９）

政府规模
０􀆰 ４０４∗∗∗

（６􀆰 ５９）
０􀆰 ９０８∗∗∗

（６􀆰 ８３）
０􀆰 ７９４∗∗∗

（５􀆰 ５４）
０􀆰 ５４５∗∗∗

（３􀆰 ５５）
０􀆰 ４４２∗∗∗

（３􀆰 ００）

国有经济
－ ０􀆰 ２７１∗∗∗

（ － ４􀆰 ２２）
－ ０􀆰 ２２３∗∗∗

（ － ３􀆰 ２８）
－ ０􀆰 １３７∗

（ － １􀆰 ９７）
－ ０􀆰 ０９５

（ － １􀆰 ４４）

对外开放

程度

－ ０􀆰 ０４０∗∗

（ － ２􀆰 ０１）
－ ０􀆰 ０３８∗∗

（ － ２􀆰 ０１）
－ ０􀆰 ０４４∗∗

（ － ２􀆰 ４３）

人力资本
－ ０􀆰 ６１０∗∗∗

（ － ３􀆰 ７４）
－ ０􀆰 ６１８∗∗∗

（ － ４􀆰 ００）

基础设施
－ ３􀆰 ８０９∗∗∗

（ － ４􀆰 ５５）

常数项
２􀆰 ２１８∗∗∗

（１３􀆰 ４０）
１􀆰 ２６０∗∗∗

（３􀆰 ０１）
０􀆰 ３７６
（０􀆰 ９４）

０􀆰 ２２０
（０􀆰 ５７）

０􀆰 ５６８
（１􀆰 ３６）

１􀆰 ３１２∗∗∗

（２􀆰 ９２）
５􀆰 ０１５∗∗∗

（５􀆰 ４６）

Ｎ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Ｒ２ ０􀆰 ０５１ ０􀆰 ０８３ ０􀆰 ２６３ ０􀆰 ３３０ ０􀆰 ３４５ ０􀆰 ３９４ ０􀆰 ４５８

　 　 注：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稳健 ｔ 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变量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下同。

结合南北经济分化与城市规模差异的特征事实，可以发现南方整体首位城市集中度较低，区
域经济发展更加均衡并表现为“百城齐放”的城市发展态势，而北方整体首位城市集中度处于较高

水平且长期偏向“一城独大”的发展态势，过高的首位城市集中度造成了城市间经济差距的拉大与

整体经济增速的降低，使北方后续的经济增长逐渐呈现疲软态势，最终造成 ２０１３ 年以来南北经济

差距不断拉大的现状。 而要想缓解这种情况，北方省份应避免人为地做大首位城市，降低首位城

市集中度，实现省内均衡发展，提高北方整体的经济增速，从而缩小南北之间的发展差距。
（二）稳健性检验

除使用的首位城市集中度以外，本文还借鉴丁从明等（２０１５）研究方法，采用省会城市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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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９，２０２３

①

②

同理，假定南方经济增长率不变，北方整体的累计经济增长率变化值 Δ（ ｌｎＹ ｊ，２０２０ － ｌｎＹ ｊ，２０１３ ） ＝ １
β ×

（ｌｎＹｉ，２０２０ － ｌｎＹｉ，２０１３）
ＣＲｉ，２０１３

×

σｉ ＝
１

－ １􀆰 ２７８( )× ０􀆰 ６２０２
０􀆰 ２７１２ × ０􀆰 ０５２７≈ －０􀆰 ０９４。 北方年均经济增长率变化值为（ － ０􀆰 ０９４） ÷ ８ ＝ － ０􀆰 ０１２。

５５􀆰 ６２％ ＝ σＣＲ２０１３ × β
σｌｎＹｉ，２０２０ － ｌｎＹｉ，２０１３

＝ ０􀆰 ３９７１ × １􀆰 ２７８ ／ ０􀆰 ９１２５≈０􀆰 ５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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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城市集中度与前三城市集中度等指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 ６ 列（１） ～ 列

（３）展示了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省会城市集中度的系数为 － ０􀆰 ８４３ 并在 １％的

水平下显著为负，并且与基准回归相比，省会城市集中度对北方经济增速的影响程度更大。 另外，
前二城市集中度与前三城市集中度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 １􀆰 ４５６ 与 － １􀆰 ５２４ 并在 １％ 的水平下都显

著为负，以上结果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除了 ＧＤＰ，人均 ＧＤＰ 与城市夜间灯光数据也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表 ６ 列

（４）、列（５）分别展示了两种指标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首位城市集中度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 ０􀆰 ３５０、 － ０􀆰 ７５６，且分别在 １％ 、５％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可见更换被解释变量后，城市规模分布对

南北分化的影响效应依然稳健。
此外，观察到自 ２０１６ 年起南北的 ＧＤＰ 增速差距与人均 ＧＤＰ 增速差距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缩

小趋势，本文还将 ２０１６ 年作为关键节点进行了时间分样本回归分析。 所得结果见表 ７，同样支持

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表 ６ 替换解释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ＧＤＰ 增速 人均 ＧＤＰ 增速 夜间灯光

首位城市集中度
－ ０􀆰 ３５０∗∗∗

（ － ６􀆰 ２７）
－ ０􀆰 ７５６∗∗

（ － ２􀆰 ４６）

省会城市集中度
－ ０􀆰 ８４３∗∗∗

（ － ７􀆰 １２）

前二城市集中度
－ １􀆰 ４５６∗∗∗

（ － ９􀆰 ２５）

前三城市集中度
－ １􀆰 ５２４∗∗∗

（ － ８􀆰 ６５）

常数项
４􀆰 １６１∗∗∗

（４􀆰 ５４）
５􀆰 ７１７∗∗∗

（６􀆰 ４１）
５􀆰 ７４２∗∗∗

（６􀆰 ２６）
１􀆰 ５８７∗∗∗

（５􀆰 ０１）
６􀆰 ２８５∗∗∗

（３􀆰 ７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６８

Ｒ２ ０􀆰 ４３１ ０􀆰 ５０７ ０􀆰 ４８６ ０􀆰 ５５５ ０􀆰 １８７

　 　 注：（１）由于夜间灯光的现有数据仅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考虑到该数据受季度影响较大，因此选用 ２０１９ 年夜间灯光数据作为样

本，另外因黑龙江省的变化几乎为零，使得南北做配比后形成较多异常值，严重影响估计系数的大小，故舍弃该省份数据，南北做

配比后样本量变为 １６８；（２）控制变量包含产业结构、政府规模、国有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人力资本、基础设施。 下同。

　 　 表 ７ 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 ＧＤＰ 增速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ＧＤＰ 增速

首位城市集中度
－ １􀆰 ２５９∗∗∗

（ － ５􀆰 ００）
－ ０􀆰 ６１２∗∗∗

（ － ６􀆰 ２４）

省会城市集中度
－ ０􀆰 ７９９∗∗∗

（ － ４􀆰 ８７）
－ ０􀆰 ２０２∗∗∗

（ － ２􀆰 ８１）

７１１



续表 ７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 ＧＤＰ 增速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ＧＤＰ 增速

前二城市集中度
－ １􀆰 ４６３∗∗∗

（ － ５􀆰 ６７）
－ ０􀆰 ９４７∗∗∗

（ － ９􀆰 ７５）

前三城市集中度
－ １􀆰 ３５４∗∗∗

（ － ４􀆰 ７９）
－ １􀆰 １３０∗∗∗

（ － １０􀆰 ８０）

常数项
５􀆰 ７５０∗∗∗

（４􀆰 ６６）
４􀆰 ８３０∗∗∗

（４􀆰 ０９）
６􀆰 ４８５∗∗∗

（５􀆰 ２１）
６􀆰 １３１∗∗∗

（４􀆰 ７８）
３􀆰 ３４０∗∗∗

（５􀆰 ８８）
２􀆰 ４３３∗∗∗

（４􀆰 ０９）
４􀆰 ３４４∗∗∗

（８􀆰 ２８）
４􀆰 ５０６∗∗∗

（８􀆰 ９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５４ １５４ １５４ １５４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Ｒ２ ０􀆰 ３３６ ０􀆰 ３３１ ０􀆰 ３６２ ０􀆰 ３２８ ０􀆰 ４４２ ０􀆰 ３４７ ０􀆰 ５５８ ０􀆰 ５９１

　 　 注：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山西省与黑龙江省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几乎为零，考虑到南北做比后形成较多异常值严重影响到估计系数的

大小，故舍弃两省数据，南北作比后样本量变为 １５４。

（三）工具变量检验

考虑到本文的估计结果仍然可能受到一些不可观测遗漏变量的影响。 因此，本文选择各省份

的河流密度作为城市规模分布的工具变量进一步对回归结果进行因果识别。
首先，地貌与水系作为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以影响要素分布的方式来控制城市规模（周一

星，１９９５），相比平原地区，河流山川等地理阻隔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资源要素的空间集聚，结合河

流密度南方大于北方的特征事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南方“百花齐放”的城市发展模式。 其

次，城市规模分布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其中 Ｗｏｌｄｅｎｂｅｒｇ 和 Ｂｅｒｒｙ
（１９６７）通过类比分析，最早提出河流与中心地具有高度相似性。 在此基础上，陈彦光和刘继生

（２００１）进一步提出河流与城市存在分维相似性，杨梅花等（２０２２）也通过对新疆全域的实证分析，
验证了城市规模分布具有分形特征，并且与水系地理因子关系更为紧密。 就工具变量的排他性约

束而言，河流密度对地区经济发展可能存在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并不会干扰本文工具变量

的外生性。 我们做如下两点说明。 （１）如果河流密度对地区经济存在影响，可能更多的是通过影

响地区城市的规模分布，而不是“直接影响”经济发展。 所以河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某种关联，并
不影响本文的排他性要求。 （２）即便我们退一步接受河流对经济发展可能存在直接影响渠道，这
种河流影响是一个固定效应，它也不可能解释南北地区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的经济分化。 如果河流能够

影响 ２０１３ 年之后的南北分化，那么如何解释 ２０１３ 年之前南北发展的不分化。 基于上述两点讨论，
我们认为利用河流密度作为城市规模分布的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

表 ８ 报告了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列（１）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河流密度的估计系数为 － ０􀆰 ０８３
并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河流密度越大，首位城市集中度越低，符合理论预期。 同时，Ｆ 值

为 １７􀆰 ９ 大于 １０，依据经验法则，认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列（２）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估计系数为 － ２􀆰 ２７９ 并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负，绝对值略高于基准回归的估计系数，再次表明城

市规模分布差异与南北经济分化之间的因果关系。 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人均 ＧＤＰ 年增长率后，列
（３）显示第二阶段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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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９，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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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８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第一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首位城市集中度 ＧＤＰ 增速 人均 ＧＤＰ 增速

首位城市集中度
－ ２􀆰 ２７９∗∗∗

（ － ３􀆰 ４７）
－ ０􀆰 ３７９∗

（ － １􀆰 ８５）

河流密度
－ ０􀆰 ０８３∗∗∗

（ － ３􀆰 ６５）

常数项
１􀆰 ９０４∗∗∗

（４􀆰 ８０）
６􀆰 ７６７∗∗∗

（４􀆰 ５５）
１􀆰 ６３７∗∗∗

（３􀆰 ５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Ｒ２ ０􀆰 ４１９ ０􀆰 ３３９ ０􀆰 ５５４
Ｆ 值 １７􀆰 ９

为了进一步验证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本文接着利用省会城市集中度、前二城市集中度与前三

城市集中度替换首位城市集中度分别与河流密度进行二阶段回归，结果如表 ９ 所示。 从第一阶段

回归结果来看，河流密度的估计系数都至少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河流密度与省会城市集

中度、前二城市集中度及前三城市集中度之间都存在高度的负相关关系。 从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来

看，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且至少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符合预期。

　 　 表 ９ 工具变量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第二阶段估计结果

ＧＤＰ 增速 ＧＤＰ 增速 ＧＤＰ 增速

省会城市集中度
－ ２􀆰 ６４１∗∗

（ － ２􀆰 ４５）

前二城市集中度
－ １􀆰 ５３６∗∗∗

（ － ４􀆰 ０１）

前三城市集中度
－ １􀆰 ５１８∗∗∗

（ － ３􀆰 ９３）

常数项
７􀆰 １０７∗∗∗

（３􀆰 ２１）
５􀆰 ８７８∗∗∗

（５􀆰 ２３）
５􀆰 ７３０∗∗∗

（５􀆰 １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Ｒ２ — ０􀆰 ５０６ ０􀆰 ４８６

第一阶段估计结果

河流密度
－ ０􀆰 ０７２∗∗

（ － ２􀆰 １９）
－ ０􀆰 １２３∗∗∗

（ － ５􀆰 ８０）
－ ０􀆰 １２５∗∗∗

（ － ６􀆰 ５８）
Ｎ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Ｒ２ ０􀆰 ４２０ ０􀆰 ４００ ０􀆰 ４２１
Ｆ 值 １８􀆰 ０１ １６􀆰 ５６ １８􀆰 ０７

９１１



　 　 以上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与稳健性检验结果再次表明南北城市规模分布的差异显著推动了南

北经济的分化。

五、 进一步讨论

上文的结果已充分证实南北城市规模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显著推动了南北经济

的分化。 根据本文的理论假说，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源在于南北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在此基础

上形成的不同城市发展逻辑。 其中，北方主要为政府主导的“人为做大”，导致资源要素在首位或

省会城市高度集中，进而引发大城市的虹吸效应，拉大与周边城市的差距；南方主要为市场竞争所

造就的“百花齐放”，各城市公平享有政策优惠并进行自由竞争，充分发挥了规模经济的最大效用，
促进了整体的共同发展。 基于此，本文首先利用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

实证检验城市规模分布与政府干预水平之间的关系。 根据本文的预测：地方干预程度越高的地

区，城市规模分布应该越集中。 实证研究中，我们使用地方政府规模（政府一般预算支出 ／全省

ＧＤＰ）刻画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
结果如表 １０ 所示，其中列（１）和列（２）展示了加入控制变量前后各省份城市规模分布与政府

干预水平之间的回归结果，估计系数均在 １％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政府干预程度越深，地区首

位城市集中度越高，即地方政府确实存在通过对地区资源配置干预影响当地城市发展的情况。
列（３）和列（４）则分别展示了南北省份城市规模分布与政府干预水平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北方省

份政府干预水平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而这种正向关系在南方地区并不显著，估计

结果再一次表明政府干预水平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北方，而这一结果也和北方首位

城市集中度远高于南方地区的特征事实是高度一致的。 考虑到分组回归可能导致样本量的减少，
列（５）展示了加入政府干预与南北交乘项的回归结果，其中设定南方为 １，北方为 ０，结果政府干预

的估计系数依然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相对南方地区，北方省份政府干预程度越强，首位

城市集中度越高，城市规模分布越集中；而交乘项系数在 １％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再次表明这种正

向作用的确在北方更为明显。 该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南方地区基于市场化形成的

地区竞争格局造就南方地区的“百花齐放”；而北方地区更多基于政府主导，过度地“人为做大”造
就了北方地区的“一枝独秀”。

　 　 表 １０ 城市规模分布对政府干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全国 全国 南方 北方 全国

政府干预
０􀆰 ３５２∗∗∗

（４􀆰 ５４）
０􀆰 ２６８∗∗∗

（３􀆰 ０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

０􀆰 ４６４∗∗∗

（３􀆰 ０９）
０􀆰 ４７１∗∗∗

（４􀆰 ５３）

政府干预 ×南北
－ ０􀆰 ５０８∗∗∗

（ － ３􀆰 ３７）

常数项
０􀆰 ２０２∗∗∗

（８􀆰 ５１）
０􀆰 ３６２∗∗∗

（４􀆰 ７３）
０􀆰 ３９７∗∗∗

（１０􀆰 ８５）
０􀆰 ２５１∗

（１􀆰 ８２）
０􀆰 ３６１∗∗∗

（４􀆰 ８６）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０２１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９，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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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全国 全国 南方 北方 全国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２１６ ２１６ １１２ １０４ ２１６

Ｒ２ ０􀆰 １９０ ０􀆰 ２２１ ０􀆰 ３３２ ０􀆰 ４２４ ０􀆰 ２６８

　 　 注：控制变量包括产业结构、人力资本与对外开放水平；（２）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稳健 ｔ 统计量。

另外，前文理论强调，北方地区的“一城独大”可能导致“虹吸效应”，从而不利于周边城市的发

展，这一效应是否存在需要借助数据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本文还利用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的地级市面板

数据，参考黄少安、谢东水（２０２２）的研究方法，通过实证检验首位城市与省内其他城市的关系对此

进行讨论，建立模型如下：

ｌｎＹｐ，ｊ，ｔ － ｌｎＹｐ，ｊ，ｔ －１ ＝ α ＋ β（ｌｎＹｐ，ｉ，ｔ － ｌｎＹｐ，ｉ，ｔ －１） ＋ γ Ｘｐ，ｊ，ｔ ＋ ｕ ｊ ＋ δｔ ＋ εｐ，ｊ，ｔ （２）

其中，ｐ、ｉ、ｊ、ｔ 分别表示省份、首位城市、省内其他城市与年份，被解释变量ｌｎＹｐ，ｊ，ｔ － ｌｎＹｐ，ｊ，ｔ － １为

ｔ 年ｐ 省份整体 ＧＤＰ 增速（不包含首位城市）；核心解释变量ｌｎＹｐ，ｉ，ｔ － ｌｎＹｐ，ｉ，ｔ － １为 ｔ 年 ｐ 省份首位城市

的 ＧＤＰ 增速；Ｘｐ，ｊ，ｔ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产业结构、政府规模、人力资本与对外开放水平；ｕ ｊ表示

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固定效应，δｔ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εｐ，ｊ，ｔ表示随机扰动项。
表 １１ 汇报了基于模型（２）的南北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无论是否加入其他控制变量，

北方首位城市 ＧＤＰ 增速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都显著为负，分别为 － ０􀆰 ５２７、 － ０􀆰 ５０１，表明北

方的首位城市 ＧＤＰ 增速每提高 １％ ，对应的省内其他城市的 ＧＤＰ 增速将下降 ０􀆰 ５０％ ，可见北方首

位城市的经济增长对省内其他城市具有较为显著的虹吸作用；而根据列（１）、列（２）的结果发现这

一现象在南方并不显著，即南方城市规模的增加并没有对本省的经济发展造成挤出效应，估计系

数为正，但是并不显著。

　 　 表 １１ 南北地区“挤出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南方 北方

不含首位城市的全省 ＧＤＰ 增速 不含首位城市的全省 ＧＤＰ 增速

首位城市 ＧＤＰ 增速
０􀆰 ０２５
（０􀆰 ３４）

０􀆰 ０３５
（０􀆰 ４４）

－ ０􀆰 ５２７∗∗∗

（ － ５􀆰 ４０）
－ ０􀆰 ５０１∗∗∗

（ － ４􀆰 ９６）

常数项
０􀆰 １１１∗∗∗

（１０􀆰 ８０）
０􀆰 ０８２
（１􀆰 ３５）

０􀆰 １２８∗∗∗

（７􀆰 ７４）
０􀆰 ０７９
（０􀆰 ５９）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１２１



续表 １１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南方 北方

不含首位城市的全省 ＧＤＰ 增速 不含首位城市的全省 ＧＤＰ 增速

Ｎ １１２ １１２ １０４ １０４

Ｒ２ ０􀆰 ６４３ ０􀆰 ６４５ ０􀆰 ５０５ ０􀆰 ５１７

为了检验该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首先将指标 ＧＤＰ 增速替换为人均 ＧＤＰ 增速进行验证。 由

表 １２列（１）、列（４）可见，北方首位城市人均 ＧＤＰ 增速的估计系数为 － ０􀆰 ２１１，并在 １％ 的水平下

显著为负，结果依然表明北方首位城市的人均 ＧＤＰ 增长对其他城市的人均 ＧＤＰ 增长存在一定程

度的抑制作用，而这种作用在南方并不显著。 另外，本文还选用省会城市替换首位城市分别再次

进行 ＧＤＰ 增速与人均 ＧＤＰ 增速的回归检验，表 １２ 剩余列结果显示，北方的估计系数都在 １％ 的

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北方省会城市的经济增长对省内其他城市的经济增长也具有显著的抑制

作用。

　 　 表 １２ 南北地区“挤出效应”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南方 北方

不含首位城市 不含省会城市 不含首位城市 不含省会城市

人均 ＧＤＰ
增速

ＧＤＰ 增速
人均 ＧＤＰ

增速

人均 ＧＤＰ
增速

ＧＤＰ 增速
人均 ＧＤＰ

增速

首位城市

人均 ＧＤＰ 增速

－ ０􀆰 ０４０
（ － １􀆰 ２２）

－ ０􀆰 ２１１∗∗∗

（ － ３􀆰 ０２）

省会城市

ＧＤＰ 增速

０􀆰 ０３６
（０􀆰 ４６）

－ ０􀆰 ４６５∗∗∗

（ － ５􀆰 ２１）

省会城市

人均 ＧＤＰ 增速

－ ０􀆰 ０３７
（ － ０􀆰 ９３）

－ ０􀆰 ２１９∗∗∗

（ － ２􀆰 ８６）

常数项
０􀆰 ０６４
（０􀆰 ８６）

０􀆰 １００∗

（１􀆰 ７３）
０􀆰 ０７１５
（０􀆰 ９８）

０􀆰 ０７９７
（０􀆰 ５０）

０􀆰 ０５２２
（０􀆰 ３８）

０􀆰 ０６８６
（０􀆰 ４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１２ １１２ １１２ １０４ １０４ １０４

Ｒ２ ０􀆰 ４４４ ０􀆰 ６５４ ０􀆰 ４６６ ０􀆰 ３８４ ０􀆰 ５１０ ０􀆰 ３６３

以上结论再次验证北方政府主导的“人为做大”，导致了省内资源要素的错配与大城市的虹吸

效应，拉大了地区间的差距，降低了整体经济发展效率。 并且再次从侧面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

２２１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９，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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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方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造就了南北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规模分布，进而影响了后续南北经济

的分化。

六、 研究结论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尽管经济增速保持稳定，经济结构日益优化，但从区域经济的

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仍呈现非均衡状态，并逐渐从以“东快西慢”为主要特征的东西差距转变

为以“南快北慢”为主要特征的南北差距，且差距呈现不断增大的趋势。 长期来看，这将不利于我

国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基于我国南北经济分化的特征事实，本文尝试从城市规模分布的角度入手，通过南北配对构

造比值样本的方法，对南北经济分化的原因进行实证分析并做出新的解释。 主要实证结果如下：
城市规模分布的差异显著推动了南北经济的分化。 南方地区以市场为导向的城市发展逻辑，带来

城市分布的“百花齐放”，促进了城市的规模经济和地区之间良性互补的竞争关系。 与之相对应，
北方地区在过去主要形成了政府主导的“人为做大”的中心城市发展模式，部分省份基于向重点城

市倾斜的发展战略，将“弯道超车”的希望过度寄托在唯一的中心城市上，反而不利于地区资源的

优化配置。 并且“一花独放”式的城市发展战略带来的是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拉大了区域间的

经济差距。 不同城市发展背后的逻辑导致不同特征的城市分布特征，最终造成的是南北经济增速

差距日益拉大的现状。
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不仅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也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

质相悖。 面对“南快北慢”的现象，本文的研究强调：对于北方大多数省份而言，应尽快破解“一
股独大”的弊端，避免极端情况的加剧。 因为当前北方大部分省份的平均城市集中度处于较高

水平，首位城市独享各项“优待”，使得资源要素源源不断地向中心城市单向集聚，“虹吸效应”
过大，周边城市经济难以发展，所以首要任务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尤其是行政力量对首位

城市的扶持，让各城市尽可能在市场中性竞争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公平竞争，或通过建设多个副

中心城市的方式降低首位城市集中度，促进省内经济均衡发展。 而对于个别经济发展更为落

后，接近于“无花可开”的北方省份甚至南方省份，首要任务是打造省内强有力的增长极，但必须

注意的是，这种政府引导的增长极打造或中心城市建立，并不是“简单粗暴”的行政干预，而是要

基于市场需求，尊重市场规则，顺应市场发展，由此形成的城市规模分布才能促进全省经济的持

续增长。
总体而言，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关键在于区域内部必须具有一个更加平衡的资

源配置方式。 就省域而言，只有当省内实现资源配置的平衡后，才能充分发挥城市间协同发展效

应，正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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